
孫中山先生逝世百年
對「遺囑」去向的思考

一、前言：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演講

去年和今年都是紀念孫中山的重要年度，

去年是紀念孫中山1924年11月於神戶進行「大
亞洲主義」演講一百週年，而今年3月則是紀念
其留下「革命尚未成功」遺言而逝世的一百週

年。孫中山在一百年前的1925年3月12日，因
肝癌(註：應為膽囊癌)於北京去世，享年59歲，
以今天的標準而言可謂是英年早逝。在此之前，

他從其革命基地廣東至北京，途經日本，在神

戶停留約一週時間，成為他生涯中最後一次訪

問日本。當此之際，他面對數以千計的神戶市

民，進行了被稱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

孫中山在演講的最後，對實現了近代化並

與西方列強比肩而立的日本，在今後的道路問

題上進行了發問：「是為西方霸道的鷹犬，或

是為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人去詳審

慎擇！」包括流亡時期，孫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於日本逗留時間前後總計約有9
年，與日本（人）淵源頗深，這一發問是他留給日本人的最後訊息。在孫中山去世

以後，日本走上了可說是無視此一最後發問的道路，於是，在談論近代日本的道路

選擇時，「大亞洲主義」演講至今仍常被引用。儘管演講最後那段「是為西方霸道

的鷹犬⋯⋯」被認為是在演講結束後的第二個月，在中國報紙《民國日報》上刊載

全文時所加上的文句1，即便如此，從孫中山以病體之軀進行演講後旋即離逝的意

義上來看，「大亞洲主義」演講與孫中山逝世還是常常被作為相連事件來看待。

關於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演講，2024年11月末至12月初在日本神戶相繼舉
辦了兩場一百週年紀念研討會。其一是由駐大阪中國領事館主辦，以中國外交體系

為中心而邀請社會各界所參與的活動；其二是由主要活動於神戶的孫中山紀念會及

孫文研究會所主辦的研討會。二者都共同地在回顧「大亞洲主義」演講的基礎上，

提出對其當今意義的思考。然而，在孫中山本人的演講經過一個世紀之後，讓人感

覺到其中存在著對中日兩國的國際立場和實力關係之見解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微妙差

異。簡言之，如果說前者是在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政權上台後中美關係的緊
張形勢下，對日本發出的一種「新亞洲主義」的“友好邀請”，即今天日本正應該

與中國一同推進新型亞洲發展模式（「亞洲命運共同體」）；而後者則是以歷史研

究者為參與主體，更多地提出了在中國成為大國後的今天，將當年孫中山向日本提

出的問題反問到對中國未來道路的思考上。

二、「國父」、「總理」與其逝世百年紀念活動

「大亞洲主義」的旗幟如何舉起、又如何放下，如果說2024年是在百年之後試
圖對此尋求答案的一年，那麼2025年就應當成為圍繞孫中山本人進行評價和思考的
一年。孫中山被尊稱為「國父」，作為革命先驅、領袖以及三民主義的首倡者，長

期居於中國近代革命史的中心地位。然而，近年來孫中山這一人物在不斷地被重新

評價，其「國父」的價值在這20年間可說是有所遞減。只是其減少的原因與其說在
於孫中山本人，不如說是在於其被冠以的頭銜。這如何解釋呢？

孫中山被冠以的尊稱，通常有「國父」或是「總理」，準確地說是中華民國這

一「國」的「父」，中國國民黨這一「政黨」的「總理」，即以國民黨所統治的中

華民國為前提。把孫中山作為「國父」進行紀念，並將其塑造為理想的領袖形象的

並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後繼者們。今天，「民國」和「國民黨」在臺灣的存在感

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變得有些微妙，架構在此之上的孫中山之價值也驟然下降。

不僅如此，在對繼承「中華民國」的法統、國民黨重新上台等問題上懷有不安及感

到困擾的社會風潮中，孫中山不只是毫無價值，甚至可能是負面的遺產。或許在臺

灣的孫中山可能會迎來遭受非議的一百週年。

在大陸的情形也與此相應，如果是認可「一個中國」理念並且有過國共合作歷

史經驗的國民黨執政臺灣，那麼孫中山作為這一理念的象徵，就如共同財產般具有

較高的價值。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堅決希望避免民進黨這一不承認孫中山價值的執

政黨上台的考慮上，與國民黨保持著較近的立場。如此這般，在諸多情形及各方的

不同考慮中，孫中山一百週年紀念日如期而至。雖說孫中山的「人氣」在減，大陸

和臺灣方面仍然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和企劃展覽。大陸方面，如其故居的廣東中山市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南京中山陵等機構，臺灣方面，當然以臺北的國父紀念館為代

表，都有特別展覽、紀念研討會、美術展、紀念植樹等相關活動。

石川禎浩

1.	 �安井三吉、陳徳仁合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 1924年11月。 日本と中国の岐路』法律
文化社，1989年。 安井三吉「孫文「大アジア主義」講演と神戸」（『孫文研究』第58期，2016年）。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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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國父遺囑」原件的去向

在這些紀念活動與特展的可能展品中，有一件筆者悄然關注的歷史文物，即寫

有孫中山遺言「革命尚未成功」的「遺囑」原件。這樣一說，大概會被人質問「在

說什麼夢話？當然是要展出的，孫中山逝世一百週年能沒有這件文物？」而我倒要

請教說得如此肯定的人，這份「遺囑」的原件究竟要去哪裡才能看到？

眾所周知，孫中山是留有遺書（遺囑）的，即在他去世的前一日所簽署的文書，

也被稱為「國事遺囑」或「總理遺囑」、「國父遺囑」等。此文以「余致力國民革

命凡四十年」起始，是一篇全文僅143字的簡潔美文。文中回顧了其自身的革命生
涯，並向同志表示其信念和目標，尤以「革命尚未成功」一句最為有名。然而，長

期以來這份遺囑原件的去向卻不為人知。或許坊間會有種種猜測，如「難道不是保

存在臺灣的國父紀念館？」「既然是國民黨最重要的文件，應該收藏在黨史會」，

「在故宮博物院？」「民國檔案難道不是在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這樣超一

流的文物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吧？」「共產黨不會忽視這樣一件文物，在中央檔案館

相關機構吧」等等，然而至少在這半個世紀中，沒有任何人可以確認「國事遺囑」

的原件在何處。

那麼，在孫中山傳記或是資料集等出現的遺囑照片又是什麼呢？實際上，現在

各種書籍、印刷品、博物館的展板，以及網路信息中所刊載的「國事遺囑」，都是

1925年因其發表於報紙的需要而拍攝的照片複製件。也就是說，照片（或者是照片
複製品）流傳至今，而由孫中山親筆簽名的重要原版文書卻去向不明。

這不得不說是一個無法迴

避的問題。在孫中山留下的著作

中，說「遺囑」是最為有名的文

書亦不為過。事實上，「遺囑」

並不是孫中山親自寫就，而是由

汪精衛等國民黨幹部基於其信

念而起草擬就的文書。因此，這

篇品格不凡、文辭簡潔的文章並

非出自孫中山自身的文筆，其遺

書本文亦非其親筆字跡，而只是

孫中山在聽取全文後親筆簽名，

使其完全具備了遺言的條件。進

一步說，「遺囑」之所以變得有

名，不僅因其文筆洗練，更因為

國民黨在推進孫中山的偶像化過

程中最大程度地使用了「遺囑」。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上至中央的

政治家、官僚，下至學校的學童，

在集會活動時都要朗讀「遺囑」。

那些被世人廣泛傳頌的文章被稱

作“膾炙人口”，而「遺囑」正

是這樣一部透過強制手段讓其膾

炙於全國人口中的聖典。而這樣

一份無可懷疑的國家一級文物的

原件竟然去向不明，倒可說是一樁小小的醜聞。

從遺囑寫就的歷史經緯來看，國共雙方之中按理說應該是在國民黨方面保存，

即通常被認為其原件應該是留存於臺灣。臺灣方面的文獻資料和歷史文件在日漸推

進數位化，然而卻總是檢索不到「遺囑」的原件。誠然，筆者亦詢問過國民黨黨史

會和國父紀念館，其回答都是沒有收藏該原件。為進一步確認訊息的準確性，筆者

還請教了在國民黨相關文獻資料機構有過工作經驗的歷史學家們，包括劉維開（現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文隆（現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鍾文博（現國

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員），結果卻是持有貴重文物入庫權限的人士都沒有一人

見過「遺囑」原件。

下面再從文獻學的角度來對此進行思考。孫中山的全集以及著作集中當然都收

錄有「遺囑」，從最新版的文獻出處來看，大陸出版的《孫文全集》中標註為前述孫中山先生遺囑

孫中山先生彌留時

北京鐵獅子胡同內恭置之孫中山先生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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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4日登載於北京報紙《晨報》的照片。而現行台灣版《國父全集》所收
錄「遺囑」之出處則說明為「據黨史會藏原件影本（環 12013）」2，即雖然是黨

史館所藏資料，但並非原件，而是照片影印件。此一說明與1973年出版的舊版說明
一致，可知在舊版刊行時就已經無法確認原件了。換言之，這份百年前寫就的遺書

原件，至少已經失蹤了半個世紀以上。

實際上，孫中山於去世前一日的3月11日在「遺囑」上簽名之後，關於這份「遺
囑」的處理與去向有幾種說法。如前所述，「遺囑」在北京的同生照相館拍攝之後，

其照片轉載於北京的報紙《晨報》上等。問題出在這之後的事情上。根據身臨孫中

山臨終現場的國民黨元勳鄒魯的自傳，拍攝結束之後，「遺囑」的原件由他帶回廣

東，交給了黨的相關機構。這一事實由全程經手“遺囑”書寫的汪精衛的言詞可以

佐證，即汪在翌年1月召開的黨大會這一公開場合上作了如下說明：「遺囑」原本
送回廣州以後，「在一處嚴密謹慎的地方深深藏著。如果各位同志想看看的，可以

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商量，如想攝影，也可以的。」也就是說，在1926年時，「遺囑」
保管於廣州的相關機構，線索也到此為止，之後的行蹤就不得而知了。

曾在國民黨黨史會工作的劉維開教授告知有如下說法，即「遺囑」原件在此

之後，和同時寫就的給妻子宋慶齡的遺書一同交給了她，並由她保管。在給宋慶齡

的遺書中，確實交代了衣物及書籍等個人財產皆留給她，那麼「國事遺囑」也存在

被如此處理的可能性。眾所周知，宋慶齡之後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擔任過國

家副主席，如果「遺囑」真由她一直保管，那麼這份文件可能還長眠於上海的宋慶

齡故居紀念館，或是北京後海的宋慶齡故居中。在此意義上，「遺囑」原件無論從

哪裡被發現都不奇怪，或許在時隔幾十年後的今年重見天日，引發重大話題也未可

知。

四、小結

筆者一方面希望「遺囑」原件從一個意外的地方被發現，並且能弄清楚其行蹤

的經過，另一方面又覺得即使找不到原件亦無妨。因為，由後繼者們所架構起來的

以「遺囑」為首的各種對孫中山進行偶像化的手法，對孫中山（研究）都有著正反

兩方面的影響。在孫中山逝世之後隨即而起的大規模個人崇拜，給孫中山帶來了數

倍於其生前功績的榮耀，而使得他作為革命聖人被紀念的同時，亦帶來了負面的影

響。即不僅無法真正追問孫中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還使得對孫中山和他的後

繼者們所從事的「中國革命」這一問題的功過評價被大幅度延遲。

無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或許可以把孫中山逝世一百週年作為一個契機，嘗

試把他回歸到作為一個個人來進行思考，既不是「國父」，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先

行者」，由此則「遺囑」的原件並無絕對重要性。「遺囑」原件消失了半個世紀以

上，這對於歷史文獻資料的保存來說是一個重大問題，但如果從這件產生領袖崇拜

的神器被莫名消失的層面上來考慮，倒不見得完全是一件壞事。

作者：石川禎浩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譯者：漆麟副教授

2.	 檔案號「環」是指1914-1925年間，位於上海市環龍路44號的國民黨本部地址。

1940年4月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文 化 藝 術6160
62


